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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草地退化和药材资源减少， 青藏高原东部农牧民的生计受到了严重影响。 农牧民

如何利用生计资产实现生计多样化是该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 实地调查采用 PRA
法， 结合调查结果调整了生计资产评估指 标， 从 样 带 尺 度 定 量 分 析 了 高 原 东 部 高 山 峡 谷 区、
山原区和高原区农牧民的生计资产现状、 生计多样化特点和今后的生计策略。 结果表明： ①
生计多样化是农牧民普遍采用的生计策略。 高山峡谷区农牧民生计多样化水平较高， 从事二

三产业较多， 普遍寻求发展型生计。 而随着海拔升高， 农牧民的生计多样化水平降低， 从事

的生计活动类型减少， 发展型生计的比例也降低； ② 海拔较低的高山峡谷区和山原区， 生计

资产总值高， 而海拔越高的高原区， 生计资产总值较低， 主要反映在人力资产和自然资产上；
③ 居民所拥有的生计资产与生计多样化水平高度正相关； ④ 农牧民近 期 仍 基 于 生 计 资 产 改

善 生 计 策 略； ⑤ 高 山 峡 谷 区 和 山 原 区 农 牧 民 寻 求 发 展 型 生 计 为 高 原 区 牧 民 提 供 了 很 好 的 借

鉴。 建议政府围绕生计多样化的制约因素进行投入， 以提高牧民的能力， 协助高原区牧民建

立发展型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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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计多样化是发展中国家居民采取的一种重要生计策略 [1]， 有利于降低生计脆弱性，
保障食物安全， 减少饥荒威胁 [1, 2]。 目前， 很多研究关注发展中国家生计多样化的实践。
在乌干达、 马拉维和坦桑尼亚的研究表明， 生计脆弱的根源在于资源贫乏以及居民缺少
非农就业机会， 不能实现生计多样化 [3, 4]。 由于缺少财力， 印度 Himachal Pradesh 地区的
牧民无力进行生计多样化， 长期陷于脆弱的境地[5]。 而在肯尼亚， 小农对干旱的有效响应
方式已经从传统的种植策略转移到就业多样化[6]。 对墨西哥印地安人的研究表明， 教育有
利于当地居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7]。 由于人多地少， 我国长期以来维系小农经济， 农业内
部的多样化、 农业和畜牧业的结合是农户生计多样化的主要形式。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 三产业转移， 兼业成为农户主要的生计策略 [8, 9]。 在少数民族
地区的研究表明， 1980 年代以后， 随着劳动力外出打工， 一些长期贫困的地区， 解决了
贫困问题， 降低了脆弱性， 能够积极响应环境退化[10-14]。

青藏高原是一个具有全球重要性的环境脆弱区， 其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
的影响极为敏感， 被称为中国气候变化的启动区和全球变化的敏感区[15-17]。 近年来受全球
变化影响， 区域气候向暖干化方向发展， 加上人口以及牲畜数量的快速增长， 天然草场
超载过牧导致区域生态状况恶化， 草甸大面积退化， 局部地区开始沙化[18, 19]。 该区域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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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生计主要依赖草地、 耕地和药材等自然资源， 草地退化和药材资源锐减直接影响了
农牧民的生计， 农牧民不得不寻求新的生计途径。 河谷地带的农牧民通过劳动力向二、
三产业转移， 成功实现了生计多样化， 提高了生活水平[20]； 高原农牧民却很难实现生计多
样化， 部分牧民已沦为 “生态灾民”， 生活贫困， 主要依赖国家救济。 青藏高原不同地带
的农牧民如何利用生计资产实现生计多样化是学者和管理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围绕研究
区农牧民如何实现生计多样化， 2006 年和 2007 年夏季， 作者在青藏高原东部的达日县、
班玛县和壤塘县选择了 10 个典型乡镇， 确定样本并展开实地调查， 通过对农牧民的生计
资产和生计活动的分析， 探讨了生计资产与生计多样化的关系； 并结合不同地带农牧民
的生计多样化水平及其制约因素， 讨论了改善生计的具体措施， 为当地农牧民如何脱贫、
区域持续发展规划和政府制定气候变化适应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区、 数据和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位 于 青 藏 高 原 东 部 的 达
日 、 班 玛 、 壤 塘 3 个 县 ， 从
高 山 峡 谷 过 渡 到 高 原 ， 从 河
谷 农 业 过 渡 到 山 地 游 牧 ， 具
有 高 山 峡 谷 区 、 山 原 区 和 高
原 区 3 个 不 同 地 貌 区 。 这 3
个 县 代 表 了 青 藏 高 原 东 部 主
要 的 生 态 系 统 和 生 计 方 式 类
型 ， 为 研 究 不 同 地 带 农 牧 民
的 生 计 多 样 化 提 供 了 不 可 多
得 的 地 理 样 带 ， 本 研 究 中 简
称 青 藏 高 原 东 部 样 带 (图 1)。
从该样带中， 选择了 10 个典
型乡镇， 开展了野外调查。

(1) 四川省壤塘县的宗科
乡 和 青 海 省 班 玛 县 的 灯 塔 乡
位 于 高 山 峡 谷 区 ， 地 势 起 伏
大 ， 主 要 为 山 河 相 间 纵 列 的
高山峡谷地貌， 属高原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 2.2-7.5 oC， 年均降水量 763.1 mm， 气候垂
直变化显著， 河谷干暖， 高山冷湿； 主要土壤类型为山地草甸土， 主要植被有高山草甸、
高山灌丛草甸、 亚高山灌丛、 亚高山常绿针叶林和亚高山落叶林等。 该地带 99%的居民
为藏族， 全民信仰佛教。 该区农牧结合， 以牧为主， 牧养藏系羊、 山羊、 牦牛、 犏牛、
马等牲畜。 小块农业区可种植小麦、 青稞、 豌豆、 马铃薯、 油菜籽等作物。

(2) 四川省壤塘县的南木达、 尕多、 中壤塘以及青海省班玛县的多贡玛等 4 个乡位于
山原区。 区内地势起伏较小， 地貌以丘状高原为主； 属典型的高原气候； 主要植被有高
山沼泽草甸、 高山草甸及亚高山疏林草甸等。 居民以藏族为主， 全民信仰佛教。 该区是
半农半牧区， 以牧业为主， 海拔较高的多贡玛乡是纯牧区。 牧养藏系羊、 山羊、 牦牛、
犏牛、 马等牲畜。 小块农业区可种植小麦、 青稞、 豌豆、 马铃薯、 油菜籽等作物。 小块
农业区可种植作物品种与高山峡谷区相近。

(3) 青海省达日县的窝赛、 满掌、 建设、 桑日麻等 4 个乡位于高原区， 区内山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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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青藏高原东部样带典型乡镇位置

Fig. 1 Location of typical townships of eastern transect on Tibetan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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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 山顶浑圆， 滩地较开阔， 主要为丘状高原地貌； 属高寒半湿润气候， 气候寒冷且持
续时间长， 达 7-8 个月， 多有风雪灾害； 暖季湿润但持续时间短， 仅 4-5 个月。 平均气温
在 -3.5 - -0.1 oC 之间。 年降水量 560 mm 左右， 多集中在 6-9 月。 该地带 95.4%的居民为
藏族， 还有汉族、 回族、 土族等民族。 1955 年以来， 达日县年均气温呈上升趋势， 降水
量波动中有下降的趋势。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草地持续退化， 目前达日县退化草地面积
达到全县面积的 67.61%[21]。
2.2 数据采集

2006 年 6 月 -2007 年 9 月， 在研究区域进行了 4 期累计 120 余天的野外调查。 首先
在县级部门和各个乡镇收集了自然和社 会 经 济 统 计 资 料， 然 后 采 用 参 与 性 农 村 评 估 法
(PRA) 进行住户问卷调查 [14, 22, 23]。 2006 年 7 月 10 日至 9 月 1 日对南木达乡、 窝赛乡、 满
掌乡和多贡玛乡等 4 个典型乡镇进行了问卷调查， 获得 271 份有效问卷； 2007 年 7 月 15
日至 8 月 25 日对尕多乡、 中壤塘乡、 宗科乡、 灯塔乡、 建设乡和桑日麻乡等 6 个典型乡
镇进行问卷调查， 获得 411 份有效问卷。 问卷围绕农牧民的生计资产和生计活动设计，
主要调查信息如下： ① 人力资本情况， 包括家庭人口、 性别构成、 年龄构成、 上学的儿
童数量、 文盲数量、 出家人 (和尚和尼姑) 的数量、 劳动力数量、 挖药材的人数、 从事二
三产业劳动力数量、 病人数量、 疾病花费； ② 自然资本情况， 包括人均耕地面积、 亩均
粮食产量、 引起减产的自然灾害、 是否可以获得优良品种； 草场质量等级、 放牧时间、
草场退化表现、 退化原因、 退化引起的减产减收； 药材资源退化情况、 退化表现、 退化
原因、 退化引起的减收； ③ 物质资本情况， 包括牲畜数量、 产仔情况、 出售数量、 死亡
数量、 死亡原因、 兽药花费、 冬季购买饲料的数量、 有无房屋、 畜棚、 围栏、 人工草地、
有无摩托、 汽车； ④ 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情况， 包括家庭中有工资的人口、 有可以借到
低息或无息贷款的亲戚、 高利贷、 政府提供低保等； ⑤ 现在从事的生计活动； ⑥ 生计多
样化的限制因素； ⑦ 下一步的生计打算。 为确保信息准确， 在每个典型乡镇分别聘请了
3 名当地藏族干部作为语言翻译， 每户问卷调查时间约为 3-4 小时。
2.3 分析方法

家庭或个人的资产状况是理解家庭或个人拥有选择机会、 采用生计策略和所处风险
环境的基础 [23-25]。 对于生计资产 (人力资产、 自然资产、 物质资产、 金融和社会资产) 的
定量研究， 参照国内外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26-31]， 并根据研究区实际情况做调整。
2.3.1 生计资产量化与评价指标

(1) 人力资产
人力资产包括知识、 技能、 劳动能力和健康状况。 人力资产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农

户能否运用其他资产追求不同的生计策略。 人力资产缺乏是造成农户贫困的主要原因之
一。 Sharp 对人力资产量算时采用家庭劳动能力、 男性劳动力和劳动力的获取等 3 个指
标[24]， 考虑到研究区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同等重要， 而劳动力健康状况对生计活动有
更重要影响， 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对于获得非农生计有重要意义， 对人力资产的量算，
采用 3 个指标： 家庭整体劳动能力、 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和人均医疗费用。 鉴于中国家
庭劳动能力对农户家庭人力资产的作用， 在咨询专家意见的基础上， 分别给予这三个指
标以 0.5、 0.25、 0.25 的权重。 人力资产计算公式调整为：

H = H1 × 0.5 + H2 × 0.25 + H3 × 0.25 (1)
式中： H 表示人力资产， H1 表示家庭整体劳动能力指标， H2 表示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指
标， H3 表示人均医疗费用指标。 各指标在本研究中的内涵与量化赋值分述如下：

H1—家庭整体劳动能力指标 即处于不同年龄层次和健康状况的家庭成员所拥有的
劳动能力总和。 计算时首先将每个家庭成员的劳动能力赋值： 非劳动力 (包括年纪太小不
能劳动的儿童， 年纪太大丧失劳动力的老人， 以及完全不能劳动的病人) 赋值为 0， 半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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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 (指可以做一些简单家务或农活 (如放养牲畜) 的孩子以及老人) 赋值为 0.5， 全劳力
(指能够从事全部劳动的成人劳动力) 赋值为 1。 然后将所有家庭成员的劳动能力求和， 并
对农户家庭劳动能力做标准化处理， 指标度量值 = 家庭总体劳动能力单位／4.01。 该指标
的最大值 (4.01) 根据调查地区农户家庭人口规模的平均数确定。

H2—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指标 对这一指标的测算类似于对家庭劳动能力的测算，
即首先对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进行赋值， 小学程度 (包括读过书， 但小学未毕业
的) 赋值为 0.25， 中学程度赋值为 0.5， 大学 / 大专以上程度赋值为 1， 服兵役 (服兵役要
接受一定的教育， 因此也归为非文盲一类) 赋值为 0.5， 文盲程度赋值为 0， 出家人 (和尚
/ 尼姑) (由于出家人 (和尚 / 尼姑) 都要接受一定的教育， 因此也归为非文盲一类) 赋值为
0.5。 然后对所有值求和， 进行标准化处理， 指标度量值 = 家庭总体受教育程度／1.23。 该
指标的最大值 (1.23) 根据调查地区农户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的平均值确定。

H3—人均医疗费用指标 疾病深刻地影响了农户生计。 对典型乡镇所调查的农户人
均医疗费用进行标准化处理， 其指标度量值 = - 人均医疗费用／1188 (由于疾病属于负资
产， 因此该指标度量值我们取负数)。 1188 为样本户人均医疗费用的最大值。

(2) 自然资产
Sharp 对自然资产计算时采用农田的拥有、 耕作土地等 2 个指标。 由于研究区农户从

事农牧和采集业活动， 耕地、 草场和药材资源对其生计活动影响较深， 故本研究从耕地
资源、 草场资源和药材资源 3 个方面来评价自然资产， 分别给这 3 个指标以 0.4、 0.4、
0.2 的权重。 自然资产计算公式调整为：

N ＝ N1 × 0.4 + N2 × 0.4 + N3 × 0.2 (2)
式中： N 表示自然资产， N1 表示耕地资源指标， N2 表示草地资源指标， N3 表示药材资源
指标。 各指标在本研究中的内涵与量化赋值分述如下：

N1—耕地资源指标 以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实际耕种面积两个指标衡量。 这两个指
标的计算方法一样， 即首先计算出农户人均拥有耕地面积和人均实际耕种面积， 然后再
将其标准化。 指标度量值 = 人均拥有耕地面积 (或人均实际耕种面积)／1.91 (或 0.89)。 该
指标的最大值 (1.91/0.89) 是根据调查样带人均拥有耕地面积或人均实际耕种面积确定。

N2—草场资源指标 以草场质量等级指标来衡量。 草场质量等级根据牧民对草场的
认识进行评价， 草场质量好赋值为 4， 草场质量良好赋值为 3， 草场轻度退化赋值为 2，
草场严重退化赋值为 1。 然后把每个乡镇农户对草场的评价等级求平均值， 再进行标准
化。 指标度量值 = 夏 (或冬) 草场质量等级 /3.73 (或 3.59)。 该指标的最大值 (3.73/3.59)
是根据调查地区农牧民对草场质量等级评价值确定。 最后给夏草场、 冬草场质量等级指
标度量值分别以 0.5、 0.5 的权重， 得出草场质量等级的指标度量值。

N3—药材资源指标 以拥有药材的种类来衡量。 研究区农牧民采挖的主要药材资源
为： 羌活、 甘松、 虫草、 贝母， 拥有某种药材资源即赋值为 1。 根据每种药材对于农牧民
生计的重要性给羌活、 甘松、 虫草、 贝母等 4 种药材分别以 0.05、 0.05、 0.6、 0.3 的权
重。

(3) 物质资产

Sharp 对物质资产的量算采用家庭公牛的拥有量、 耕作力的获得、 拥有牲畜的总量等
3 个指标。 研究区对农户有重要影响的物质资产包括耕作用的公牛或其他牲畜、 物质设备
资产 (住房、 围栏、 畜棚、 人工草地、 交通工具等) 等； 本研究中物质资产的计量采用物
质设备资产和牲畜资产两个指标， 并分别给这两个指标 0.5、 0.5 的权重。 物质资产计算
公式调整为：

P ＝ P1 × 0.5 + P2 × 0.5 (3)
式中： P 表示物质资产， P1 表示物质设备资产指标， P2 表示牲畜资产指标。 各指标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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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的内涵与量化赋值分述如下：
P1—物质设备资产指标 家庭住房、 围栏、 畜棚、 人工草地、 交通工具等物质设

备。 物质设备指标的数值就是调查农户所拥有资产的选项数占所有选项的比例。
P2—牲畜资产指标 牲畜是本研究区农牧民最重要的物质资产， 主要牲畜包括牛、

马、 羊等。 该指标的计算以牛、 马、 羊等 3 种牲畜的数量作为指标值， 然后进行标准化
处理， 指标度量值 = 牛 (或马或羊) 的数量单位 /56.37 (或 1.99 或 31.47)。 该指标最大值

(56.37/1.99/31.47) 是根据调查地区农户家庭牛 / 马 / 羊的数量的平均数确定的。 考虑到 3
种牲畜对农牧民生计的重要性不同， 分别给牛、 马、 羊三种牲畜 0.85、 0.05、 0.1 的权重。

(4) 金融资产
Sharp 对金融资产计算时采用获取现金借贷、 现金赠送或汇款等 2 个指标。 研究区农

户可支配和可筹措的现金主要有 3 个来源： 家庭现金收入、 获得的低息或无息贷款、 高
利贷。 现金收入主要是农户通过自己的创收获得的， 也是大多数农户金融资产的主要来
源。 低息或无息贷款主要有两个来源， 一是从正规金融机构 (银行、 信用社) 获得的现
金； 二是从非正规渠道即亲朋好友处获得的现金。 在研究区， 高利贷较为普遍。 牧民往
往因疾病和生活贫困而借款， 如果不能从亲戚那里获得无息借款， 只能从放贷人那里借
高利贷。 调查显示： 高利贷有年息 12%、 24%、 36%、 48%等， 最高有年息 120%。 借高
利贷越多， 牧民会越贫困， 因此根据研究区的实际情况， 高利贷指标取负值。 采用人均
现金收入、 可借到低息或无息贷款、 高利贷三个方面来衡量金融资产， 分别给这 3 个指
标 0.3、 0.3、 0.4 的权重。 金融资产计算公式调整为：

F = F1 × 0.3 + F2 × 0.3 + F3 × 0.4 (4)
式中： F 表示金融资产， F1 表示人均现金收入， F2 表示可借到无息或低息贷款， F3 表示
高利贷。

为测度人均现金收入指标 (F1)， 首先计算出典型乡镇人均现金收入， 然后进行标准
化 处 理 ， 指 标 度 量 值 = 人 均 现 金 收 入 /8377。 该 指 标 的 最 大 值 8377 是 根 据 不 同 乡 镇
2005/2006 年的人均现金收入确定， 由于调查在两年完成， 因此根据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年
均增长率 9.3% (2007 年青海省政府工作报告)， 对不同调查年份的现金收入进行了修正。
可借到低息或无息贷款 (F2)、 高利贷 (F3) 这两个指标均被设为二分变量， 即如果能获得
某一方面贷款， 则赋值为 1， 否则， 赋值为 0。 然后对每个乡镇农户获得贷款的机会进行
平均， 之后进行标准化处理。

(5) 社会资产
社会资产是指农户为了实施生计策略而利用的社会网络， 包括加入的社区组织以及

个人构建的社会网络。 Sharp 对该指标的计算采用获取社会支持网络、 参加社会机构两个
指标。 在研究区， 农牧民参加不同层次的社会网络。 最紧密的社会网络属于家族， 家族
在草地租赁、 借牧、 救济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其次， 牧民属于特定的部落， 参与
部落的活动， 部落在草地管理、 宗教活动、 保障牧民权益方面也发挥了作用。 第三， 是
从政府组织获得支持。 家庭有人口获得稳定的工资收入和获得低保， 是重要的社会资产。
研究区农户的社会资产从户均拿工资的人口 (S1)、 政府低保 (S2) 两个方面来衡量。 对 S1

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S2 被设为二分变量， 即如果能获得某一方面资金， 即赋值为 1， 否则
赋值为 0。 分别给这两个指标 0.5、 0.5 的权重， 计算出社会资产的指标数值：

S ＝ S1 × 0.5 + S2 × 0. 5 (5)
式中： S 表示社会资产。

(6) 生计资产总值
农户生计资产指标量化之后， 参考 Sharp 对非洲农户生计资产指标设定的比例[24]和李

小云等根据中国的实际设计的农户脆弱性量算指标设定公式[31]， 最终可以计算农户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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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值。 生计资产总值可以反映出不同地带农户拥有生计资产的差异。 典型乡镇的各
类生计资产和生计资产总值是该乡样本户的平均值。 生计资产总值计算公式如下：

T ＝ H + N + P + F + S (6)
式中： T 表示生计资产总值。
2.3.2 生计多样化指数 采用每个家庭从事的生计活动种类作为生计多样化指数。 即对
农户从事的每种生计活动赋值为 1， 如某户从事放牛、 挖药两种生计活动， 则其多样化指
数值为 2。 最后对每个地带不同乡镇的农户生计多样化指数取平均值， 则得出该乡镇农户
生计多样化指数平均值。
2.3.3 相关分析 分别用 5 种生计资产的指标值以及生计资产总体指标值与生计多样化
指标进行简单相关性分析， 求出不同的生计资产与生计多样化相关性系数 (Pearson 相关
系数， 显著性水平为 0.01)。 相关性系数的绝对值在 0.7-1.0 之间， 认为两个变量具有高度
相关； 介于 0.4-0.7 之间， 认为两个变量间有中度相关； 介于 0-0.4 之间， 则认为是低度
相关。

3 结果

3.1 不同地带农牧民生计资产的差异

(1) 生计资产总值 海拔较低的高山峡谷区， 生计资产总值较高； 而海拔越高的高
原区， 生计资产总值少， 主要反应在人力资产和自然资产上 (表 1)。 山原区的南木达乡农
牧民生计资产总值为 3.126， 居于研究区各乡镇之首。 生计资产总值最低的乡镇为满掌
乡， 仅 1.166。

(2) 人力资产 人力资产指标最高的乡镇为高山峡谷区的灯塔乡， 最低的乡镇为高
原区的窝赛乡， 其人力资产指标值仅 0.167。 人力资产的总体趋势是随海拔升高， 人力资
产减少， 主要原因如下： ① 高山峡谷为半农半牧区， 农业和牧业的紧密结合要求较大的
家庭规模， 家庭组成复杂。 山原区、 高原区为纯牧区， 家庭规模适中。 ② 海拔低的高山
峡谷地带， 文盲率低 (宗科乡 40.09%， 灯塔乡 38.31%)， 海拔高的山原和高原地带， 文盲
率高 (中壤塘乡 48.72%， 桑日麻乡 43.9%， 建设乡 50.95%)。 ③ 不从事生产的出家人 (和
尚和尼姑) 数量呈两级递减， 高原区和尚与尼姑的数量占样本人口的比例较少 (桑日麻乡
3.89%， 建设乡 3.69%)， 而高山峡谷和山原区的和尚与尼姑比例较多 (中壤塘乡 15.05%，
灯 塔 乡 14.38%)。 ④ 高 山 峡 谷 地 带， 非 农 就 业 机 会 多， 非 农 劳 动 力 比 重 较 大 (宗 科 乡
15.4%)， 而山原地带和高原地带非农劳动力比重较小 (中壤塘乡 6.63%, 桑日麻乡 3.89%)。
⑤ 医疗费用支出增大。 高山峡谷区、 山原区体力劳动多， 该地区中年以上农牧民容易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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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青藏高原东部样带不同地带的生计资产指标值

Tab. 1 Livelihood assets indexes of three regions of eastern transect on Tibetan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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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骨节病 (南木达乡样本中有 25 人患大骨节病， 占样本人口的 6.74%)。 海拔越高， 医疗
条件越差， 医疗的支出越大， 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流行， 病人多。 窝赛乡病人 34 人， 占
样本总人口的 8.59%； 满掌乡病人 22 人， 占样本人口的 5.69%。 疾病和由此引起的高额
丧葬费往往导致高利贷 (窝赛乡因病借贷 25 户， 占该乡借贷户的 78.13%)， 导致农牧民贫
困。

(3) 自然资产 指标最高的乡镇为山原区的南木达乡， 指标值为 0.826。 半农半牧区
农业和畜牧业结合， 自然资产值较高。 随着海拔升高， 草地退化严重， 自然资产值低。
但海拔最高的桑日麻乡由于虫草资源丰富， 其自然资产指标值为 0.372， 并不是最低值。
满掌乡不仅海拔高， 草场退化严重， 而且虫草资源也不丰富， 因此其自然资本指标值最
低， 仅 0.299。

(4) 物质资产 物质资产的平均值， 高山峡谷区为 0.34， 山原区为 0.52， 高原区为
0.52。 海拔较低的高山峡谷区和山原区， 农牧民普遍有房屋， 而海拔较高的山原区以及高
原区的牧民以游牧为主， 只有少数拥有自己的房屋。 海拔低的山原地区， 往往集体建设
围栏， 而海拔高的山原区和高原区， 围栏普遍建在冬草场， 归每户使用。 仅多贡玛、 窝
赛和满掌乡有畜棚。 高山峡谷、 山原区牧民多在退耕地上种植燕麦， 夏季割草储存。 高
原区海拔高， 气候寒冷， 少数牧民尝试人工种草， 但由于缺乏适宜当地栽培的牧草品种
以及栽培技术， 人工种草效果不好。 高原牧民拥有摩托的比例高， 而拥有汽车和拖拉机
的比例低且自用于游牧搬迁。 高山峡谷区、 山原区摩托拥有比例较低， 但汽车和拖拉机
拥有比例相对较高， 并且多数作为谋生的工具。 高山峡谷和山原区的半农半牧区， 对牲
畜的依赖较高原区小， 每户可供放牧的草场面积较小， 牲畜数量不多， 低于平均值。 高
原地区和山原区为纯牧区， 牲畜数量多， 户均牦牛超过 40 头。

(5) 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 10 个乡普遍不容易借到低息或无息贷款。 牧区借高利贷
较多 (窝赛乡有 32 户借高利贷， 占样本总数的 37.21%； 满掌乡借高利贷 34 户， 占样本
总数的 54.84%)， 但建设乡和桑日麻乡由于虫草收入多， 借高利贷较少 (建设乡仅 1 户借
高利贷， 桑日麻乡仅 5 户借高利贷)。 由于政策原因， 四川地区的乡镇普遍享受政府低保，
而青海地区较少享受到政府低保。
3.2 不同地带农牧民生计多样化的差异

随着海拔升高， 农牧民的生计多样化水平越低， 从事的生计活动类型越少 (表 2)。
海拔相对较低的高山峡谷区以及山原区的南木达乡和尕多乡， 生计多样化指数均在 3 以
上。 生计多样化水平最高的乡镇为南木达乡， 生计多样化指数达 3.95。 而海拔较高的高
原区， 居民生计活动多为 2 种。

根 据 生 计 组 合 ， 可
将 农 牧 民 的 生 计 活 动 区
分 为 基 本 型 生 计 、 缺 失
型 生 计 和 发 展 型 生 计 。
基 本 型 生 计 是 农 牧 民 利
用 当 地 的 自 然 资 产 和 物
质 资 产 所 形 成 的 生 计 组
合 ， 如 高 山 峡 谷 区 和 山
原 区 的 基 本 型 生 计 组 合
是 “种 地—放 牛—本 地
挖药材”， 而高原区的基
本生计组合是“放牛—本
地 挖 虫 草 ” 。 缺 失 型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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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地带的生计多样化指标及生计活动种类

Tab. 2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levels and livelihood activities of three regions of
eastern transect on Tibetan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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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是指牧民由于某项生计资产的缺乏， 限制其利用当地自然资产和物质资产， 其生计
组合往往比较单一， 农牧民生计比较脆弱， 容易陷入贫困的境地。 如高山峡谷区的一些
农牧民， 由于没有牲畜， 只能种地或挖药材， 或由于缺少劳动力， 不能挖药材。 高原区
的一些牧民， 由于没有牦牛， 其生计只能依靠挖虫草或给亲戚代牧。 发展型生计， 是指
农牧民积极寻求二三产业就业机会， 或到外地采挖虫草。 选择发展型生计的家庭往往劳
动力较多、 劳动力素质比较高， 具有某项技能。

(1) 高山峡谷区农牧民的生计多样化指数高， 生计活动组合差异大， 普遍为发展型生
计。 宗科乡和灯塔乡的生计多样化指数分别为 3.44 和 3.78。 农牧民从事的生计活动多，
主要有农业 (青稞、 胡豆、 马铃薯等作物)， 畜牧业 (牛、 马、 羊、 家禽等)， 本地采药和
食用菌 (虫草、 贝母、 羌活、 甘松、 食用菌)， 到外地挖虫草， 当出家人 (和尚 / 尼姑)， 打
工 (修路、 修房子、 刻经、 服务员、 开拖拉机拉沙、 石等)， 做生意 (开小商店、 开出租
等)， 固定工作 (村干部、 县乡干部、 教师、 医生、 林业员等)。 该区基本型生计为 “种
地—放牛—本地挖药材”， 缺失型生计为 “种地—放牛” 或 “种地—挖药材”， 选择缺失
型生计的原因是缺少劳动力或没有牲畜。 发展型生计组合中， 二三产业种类多。 灯塔乡

92 户样本中， 有 50 种不同的生计活动组合， 其中 30 户选择基本型生计， 9 户为缺失型
生计， 53 户为发展型生计。 宗科乡 73 户中， 有 38 种不同的生计活动组合， 最常见的是

“种地—放牛—刻经”， 其中 7 户选择基本型生计， 9 户为缺失型生计， 57 户为发展型生
计。 高山峡谷区从事二三产业的比例在研究样带中最高， 44%的家庭打工， 15%的家庭经
商， 16%的家庭有工资收入。

(2) 山原区农牧民生计活动组合差异大， 发展型生计比例减少。 南木达乡生计多样化
指数最高， 尕多乡次之， 中壤塘和多贡麻乡生计多样化指数较低。 居民从事的生计活动
主要有种植业 (青稞、 胡豆、 马铃薯等农作物)， 畜牧业 (牛、 马、 羊、 家禽等)， 本地采
药和食用菌 (虫草、 贝母、 羌活、 甘松、 菌子)， 外地挖虫草， 当出家人 (和尚 / 尼姑)， 打
工 (修路、 修房子、 打水井、 刻印板、 开拖拉机拉沙、 石等)， 做生意 (开小商店、 开出
租、 贩卖牛皮、 虫草等)， 固定工作 (村干部、 县乡干部、 医生、 教师等)。 该区基本型生
计为 “种地—放牛—本地挖药” 或 “放牛—本地挖药”。 缺失型生计为 “种地—放牛”，
“放牛” 或 “种地”， 选择缺失型生计的原因是药材退化、 劳动力不足或没有牲畜。 发展
型生计组合中， 二三产业种类多， 但从事二三产业活动的比例小于高山峡谷区， 仅 17%
家庭从事经商活动， 9%家庭中有劳动力打工， 12%家庭有工资性收入。 南木达乡 62 户中
有 38 种不同的生计活动组合， 其中 17 户选择基本型生计， 7 户为缺失型生计， 38 户为
发展型生计。 尕多乡 81 户牧民中， 有 28 种不同的生计活动组合， 45 户选择基本型生计，
13 户为缺失型生计， 其中 23 户为发展型生计。 中壤塘乡 74 户农牧民中， 有 43 种不同的
生计活动组合， 其中 30 户选择基本型生计， 17 户为缺失型生计， 27 户为发展型生计。
多贡玛乡 63 户中仅出现 10 种不同的生计活动组合， 最常见的生计活动组合 “放牛—本
地挖药”， 其中 46 户选择基本型生计， 11 户为缺失型生计， 6 户为发展型生计。

(3) 高原区牧民的生计多样化指数低， 生计活动组合差异小， 发展型生计比例最小。
居民从事的生计活动主要有畜牧业 (牛、 马、 羊等)， 本地挖药材 (虫草、 人参果等)， 外
地挖虫草， 当出家人 (和尚 / 尼姑)， 打工 (代人放牧)， 做生意 (开小商店、 开出租、 贩卖
牛皮、 虫草等)， 固定工作 (村干部、 县乡干部、 医生、 教师) 等。 该区基本型生计为 “放
牧—本地挖虫草”， 缺失型生计为 “放牧”， “本地挖虫草”， 发展型生计组合中， 二三产
业活动较少。 在海拔高， 虫草资源丰富的桑日麻乡， 38 户牧民中， 仅 8 种生计组合， 30
户选择基本型生计， 3 户为缺失型生计， 仅 5 户为发展型生计。 建设乡 53 户牧民中， 仅
12 种生计组合， 39 户选择基本型生计， 5 户为缺失型生计， 8 户为发展型生计。 满掌乡
62 户牧民中， 有 15 种生计组合， 23 户选择基本型生计， 23 户为缺失型生计， 16 户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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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型生计。 窝赛乡 84 户牧民中， 28 种生计组合， 43 户为基本型生计， 8 户为缺失型生
计， 33 户为发展型生计。 该区从事非农牧业活动的比例最低， 仅 3%的家庭有人员打工，
且主要是代人放牧； 11%家庭经商， 主要做牛、 牛皮、 药材、 汽车等生意， 或在乡政府旁
经营小卖部等， 打工经商地点局限在本乡、 本县； 9%家庭有工资收入， 主要是村干部、
乡干部。
3.3 生计资产与生计多样化的相关性

生计资产与生计多
样 化 的 相 关 系 数 为
0.918， 高 度 相 关 ( 表
3)。 其 中 人 力 资 本 和 自
然资本与生计多样化指
数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
0.901、 0.987， 与生计多样化指数都是高度相关。 物质资产与生计多样化指数相关性系数
为 -0.648， 中度负相关。 社会资产与生计多样化指数相关性系数为 0.773， 高度相关。 而
金融资产与生计多样化指数低度相关， 相关性系数为 0.344。

自然资本与生计多样化指数的相关度最高。 海拔较低、 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高山峡
谷区和山原区 (除多贡玛乡) 为半农半牧区， 农户不仅可以放牧， 还可以种植粮食作物。
同时， 在半农半牧区， 农户相对集中， 经商 (开小商店等)、 打工等非农就业机会多。 而
高原区无法种植农作物， 放牧和挖药材是主要的生计活动。

其次， 与生计多样化相关度高的是人力资本。 一个家庭劳动力多、 家庭成员身体素
质好， 家庭负担就小， 就能够从事多种生计活动。 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户生计的影
响尤为突出， 受教育高的农牧民能够更好的利用经济机会， 拥有更多技能， 选择发展型
生计。

物质资产与生计多样化指数呈中度负相关。 在研究区， 牲畜 (尤其是牦牛) 是农牧民
最重要的财富， 提供了牧民的主要生活资料， 如食物 (酥油、 奶渣、 牛羊肉)， 燃料 (牛
粪)， 衣服 (羊皮长袍)， 牛皮靴子等等。 农牧民往往把牦牛作为财富来积累， 一般很少杀
牛， 也很少卖牛， 有了多余的钱还会扩大牲畜规模。 牲畜数量多的家庭比较富裕， 但需
要更多的劳动力来管理， 影响了劳动力的非农就业，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计活动的多
样化。

金融资产与生计多样化指数低度相关。 虽然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许多农户 (如灯塔乡

75%的农户) 表示想经商， 但是缺少资金， 农牧民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低息贷款。 在研究
区， 农牧民普遍不能从正规渠道获得贷款， 能够获得低息无息贷款的农户不多， 一般是
向亲朋好友借无息贷款或高利贷， 用来解决基本生活问题。

社会资产与生计多样化指数呈高度相关， 本研究中， 社会资产的衡量采用户均从事
工资性工作的人口以及政府提供低保的比例这两个指标。 从事工资性工作的农户， 受教
育程度相对较高， 生计多样化的倾向明显。 而接受低保的农户， 多为五保户或患疾病 (大
骨节病)， 这类农户比较贫困， 而且安于现状。
3.4 农户对改善生计的认识

多数农户对目前生活水平满意， 认为现在国家政策好， 生活水平提高 (表 4)。 但草
地退化和药材资源减少的满掌乡， 69.36%的牧民对生活不满意。 调查发现， 农牧民普遍
反映其面临一些困难， 如收入来源单一， 收入不稳定； 病人多， 劳动力少； 欠账多， 还
高利贷困难； 教育质量差； 没有社会关系， 打工困难； 想做生意， 但没有本钱； 物价高；
养老问题。

表 4 反映了不同地带农户改善生计的策略。 牧民改善生计的策略仍然基于现有的生

 ���� ���� ���� 	
�� ��� ���� 

。。。。 

。。。。。 0.901 0.987 -0.648 0.344 0.773 0.918 

。。: 。。。。。 Pearson。。。。, 。。。。。。 0.01。 

表 3 各种生计资产与生计多样化指标的相关性系数

Tab. 3 Correlative index between livelihood assets and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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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资产， 如养牲畜、 挖药材、 打工或做生意。 本地草场退化后， 牧民往往到其他地方租
草场。 退化最严重的满掌乡 62 户样本中， 52 户外出租草场， 其中 26 户到久治县， 21 户
到班玛县， 2 户到阿坝县， 3 户到达日县。 本地虫草资源减少后， 牧民到其他地方缴纳草
山费挖虫草。 满掌乡 62 户样本中， 7 户外出挖虫草。 窝赛乡 84 户中， 12 户外出挖虫草。
在高山峡谷区的灯塔乡， 大多数农牧民考虑挖药材， 而从事二、 三产业较多的宗科乡，
67.12%考虑打工或做生意。 在山原区， 养牲畜和挖药材仍是农牧民主要的生计策略， 仅
南木达乡考虑做生意的比例较高， 达 26.83%， 其他乡考虑打工或做生意的农牧民较少。
在高原区， 草地退化严重的建设乡和桑日麻乡， 仅少数牧民考虑多养牲畜， 大多数牧民
考虑挖虫草， 而考虑打工和做生意的农牧民较少。 窝赛乡由于交通便利、 距离县城近，
牧民认识到打工或做生意的好处， 因而 42.86%的牧民考虑打工或做生意。

然而， 高原区牧民的生计策略受到生计资产的限制， 很多生计策略是不可持续的。
主要的限制因素如下： ① 药材资源不断减少， 而牧民提高生活水平的主要手段是多挖药
材。 ② 草场不断退化， 牲畜增多是草场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牧民提高生活水平的另
一个手段是多养牲畜。 ③ 很难选择发展型生计。 农牧民想做生意， 但缺少资金； 想打工，
但缺少就业机会。

4 政策讨论

大量的研究表明， 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生计多样化过程中， 劳动力向二、 三产业转
移是重要途径。 在国内，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剩余劳动力大量向二、 三产业转移， 农民
普遍选择了兼业模式， 提高了收入水平。 然而， 由于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
会文化背景， 发展中国家和我国东部地区的案例和模式未必适合于青藏高原， 探索青藏
高原农牧民生计多样化的途径具有重要意义[32-35]。

青藏高原东部样带高山峡谷区和山原区农牧民的生计多样化为高原区提供了很好的
借鉴。 高山峡谷区和山原区农牧民已深刻地认识到二、 三产业的好处， 寻求发展型生计。
面对人口增加、 耕地减少、 牛羊增多、 草场紧张、 自然灾害等风险， 宗科乡的居民开始
打工、 经商。 灯塔乡的班前村鼓励村民购买拖拉机， 有计划地组织青壮劳动力从事二、
三产业。 其他乡镇的居民到虫草资源比较丰富的乡镇采挖虫草， 青年牧民开始做小生意。
因此， 青藏高原东部样带的高山峡谷区和山原区， 大多数农牧民能成功地实现生计多样

表 4 不同地带农牧民对生活水平的认识和改善生计的策略

Tab. 4 Subject household's perceptions of living standard and livelihood improving strategies of
three regions of eastern transect on Tibetan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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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降低脆弱性。 其他学者在西藏堆龙德庆县、 江孜县等地的案例研究中， 均发现农牧
民通过外出打工或做生意， 提高了生活水平[32-37]。 而在高原区， 一系列因素限制了牧民追
求发展型生计。 按照牧民的说法， 就是 “四无”， 即 “无技能、 无文化、 无本钱、 无社会
关系”。 若今后草地持续退化和药材资源继续减少， 牧民的生计将更为脆弱。 帮助脆弱牧
区的牧民建立发展型生计， 是非常迫切的问题。

目前，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牧民生计。 在达日县和班玛县， 主要措施包括
“五配套” —草地承包、 为每户建设围栏、 住房、 畜棚和人工草地。 在西部大开发等政策
下， 政府加大了道路、 电力、 寄宿学校、 医院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 近年来， 贫困地
区的很多藏族牧民也享受了最低生活保障。 在达日县和班玛县的县城， 建设了大片定居
点， 一些草地严重退化乡镇的牧民迁入了定居点， 政府也提供了相应补助。 但是， 这些
措施很难改变牧民 “四无” 的局面。

从区域生态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 政府投入要围绕生计多样化的制约因素来进
行， 采取措施提高牧民的发展能力， 如技能培训、 文化教育、 小额贷款、 就业机会等，
同时改善医疗条件， 帮助牧民建立发展型生计。 在技能培训方面， 可围绕牧民需求最迫
切的技能开展培训， 如汽车驾驶、 摩托车修理、 餐饮服务等。 在文化教育方面， 在免费
小学教育的基础上， 建议开展免费中等教育尤其是加强免费职业中学教育。 在调查中，
常有牧民抱怨其子女从小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 既没有钱读中学， 也不愿意放牛。 如果
能够完成中等教育， 将有利于其找工作， 也将改善其家庭的生计。 此外， 政府可以向农
牧民发放小额贷款， 缓解高利贷威胁， 或利用贷款购买牦牛或做小生意， 寻求新的生计
途径； 同时可使农牧民增强克服疾病、 减少牦牛死亡等能力。 鉴于生计改善的推广经验
少、 新生计模式的效益可能存在的区域差异与不确定性， 建议政府和学术界加强探索，
寻求有效可行的模式。

5 结论

(1) 青藏高原东部样带农牧民生计多样化水平有明显的区域或地带性差异， 并受生计
资产状况的制约。 随海拔升高， 农牧民的生计多样化水平越低、 从事的生计活动类型越
少、 发展型生计的比例越低。 高山峡谷区和山原区大多数农牧民从事 3 种以上的生计活
动， 而高原区的农牧民大多数从事两种生计活动。 农户所拥有的生计资产与生计多样化
水平高度正相关， 与生计多样化水平相关性最为显著的是自然资产、 人力资产和社会资
产。

(2) 随着海拔升高， 生计资产总值降低； 主要反映在人力资产和自然资产上。
(3) 农牧民近期改善生计的策略仍然基于现有的生计资产； 主要是养牲畜和挖药材，

少数农牧民考虑打工或做生意。
(4) 高山峡谷区和山原区农牧民寻求发展型生计为高原区牧民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虽

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高原区牧民生计， 但仍然没有改变牧民 " 无技能、 无文
化、 无本钱、 无社会关系 " 的局面。 建议政府现在和未来的投入围绕农牧民生计多样化
的制约因素来进行， 提高人力资产、 社会资产和金融资产， 帮助牧民建立发展型生计。

定量评估农户的生计资产和生计多样化水平是生计多样化研究的难点。 从上述主要
研究结果不难看出， 高原农牧民生计资产与生计多样性的定量特点(与规律)与研究区实际
情况是吻合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本研究的定量方法(生计多样化算法)与评估方法改
进(农牧民生计资产计算公式和指标)是合理的， 但如何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和改进计算方
法及提高量化水平， 将是今后定量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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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of Peasants and Nomads of
Eastern Transect in Tibetan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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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velihoods of resident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are severely affected by grassland
and herbal resources degeneration. How to use assets to diversify livelihoods is a ke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sue of this region. Applying PRA, new indexes of livelihood assets
and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level being constructed and adjusted by household interview, this
paper examines livelihood assets,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level and future livelihood
strategies of peasants and nomads in three regions of eastern transect of Tibetan Plateau-high
mountain gorge region, mountain plateau region and plateau reg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is a popular strategy of this area. From high mountain gorge region
to mountain plateau region and plateau region,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level is reduced and
livelihood activities and the proportion of development oriented livelihood also decrease.
Livelihood assets value and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level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elevation, mainly shown in manpower assets and natural assets. It is highly positively
correlative between livelihood assets value and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level. Nowadays,
livelihood strategies of local residents still rely on assets they own. Nomads in plateau region
should learn much from experiences of development oriented livelihoods of people in high
mountain gorge region and mountain plateau region. Therefore, aids of governments should
focus on relieving restricted factors of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of nomads and help improve
their abilities to build up development oriented livelihoods.
Key words: Tibetan Plateau; transect; livelihood;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livelihood 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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